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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的双刃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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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底线心智是一种以获取底线利润结果为中心, 而忽略其他一切竞争事项优先权(如企业社会责任、利

益相关者权益、员工福利等)的单维思维模式。虽然底线心智可能导致管理者只注重绩效而忽视其他对企业有

利的重要事项, 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目标, 但研究也表明底线心智能够提高员工工作专注度进而提

升绩效。为进一步推进底线心智双刃剑效应的研究, 本文构建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双刃剑效应的影

响机制模型, 指出领导者底线心智一方面抑制了团队风险承担意愿, 进而相比于探索式创新更有益于利用式

创新; 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团队强迫激情, 从而相比于团队创意产生更有利于团队创意实施。本文为深化底线心

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也为组织和领导者如何更好管理底线心智提供了重要建议。 

关键词  底线心智, 双刃剑, 探索式创新, 利用式创新, 创意产生, 创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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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企业而言, 其发展面临多重目标, 如股

东权益、市场占有率、社会责任和员工幸福感等, 

但是企业由于可支配的资源等有限, 所以需要在

这些竞争事项中做出取舍以及设置优先权。其中, 

在其他一切被忽视的情况下, 仍然值得注意的因

素被定义为底线(Wolfe, 1988), 即所有因素中优

先级和重要程度最高的因素。在商业情境中, 底

线往往被解释为一家公司在某个时段内的财务盈

亏, 在审计术语中代表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最

下面显示收益或者亏损的线。随着经济环境不确

定性的增强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 许多企业把追

求财务绩效和利润当作发展的第一要务(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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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只关心有利于达成利益最大化的事项而忽

视任何其他优先级(如企业社会责任、员工福利、

利益相关者权益等), 以求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

优势。这样“始终关注确保底线利润结果实现而忽

视其他竞争优先事项”的单维度思维模式被管理

学文献定义为底线心智 (Bottom-line Mentality) 

(Greenbaum et al., 2012)。 

“底线心智”这一概念最早由 Greenbaum 引入

组织行为学领域, 在企业中领导者和员工都可能

存在这种思维模式(Eissa et al., 2019; Ge, 2018; 

Greenbaum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20)。那么这

样只关注利润的思维模式究竟是一件好事, 还是

坏事？一方面, 公司对底线利润的高度重视有助

于激励员工的竞争意识和工作斗志, 提高生产率

和客户满意度(Latham & Locke, 2007)。但另一方

面, 只关注利润的企业更容易采取不道德甚至违

法的手段以达到目标(Ge, 2018; Zhang et al., 2020), 

给社会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底线心智作用的两面

性对企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底线心智强调的是

唯一专注于底线利润结果的思维模式, 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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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切入点包括其对首要优先事项(如绩效)以

及竞争性优先事项(如道德)的影响。研究发现, 领

导者底线心智看似有效地将员工的工作重点放在

生产力、效率或可量化的绩效上(Babalola et al., 

2019; Babalola, Mawritz et al., 2020), 但对竞争性

优先级的忽视会导致员工降低对同事的公民行为, 

产生社会破坏行为、面对顾客和同事的不道德行

为, 并引发较高的离职意向等(Eissa et al., 2019; 

Greenbaum et al., 2012; 胡华 等, 2021; Mesdaghinia 

et al., 2019)。而对于组织和团队而言, 还存在着一

些与绩效存在不完全竞争关系的优先事项, 如创

新。一方面, 创新在广义上属于绩效的一类(韩翼 

等, 2007), 是企业追求发展的方式和目标之一。例

如, 当团队面对复杂和模糊的工作任务时, 成员

们为了实现工作目标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改

善工作流程、积极探索应对措施(Frese et al., 1999), 

这种情况下对底线利润的追求离不开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创新存在风险和不确定

性, 有一定的实施成本, 在某些情境下创新可能

会对组织控制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Sue- 

Chan & Hempel, 2016; 周煊 等, 2012)。那么, 对

于创新这类特殊的非首要优先事项, 领导者底线

心智的作用是否与针对竞争性优先事项(如道德)

的研究得出的消极影响保持一致？领导者底线心

智能否对非首要优先事项产生积极作用？据我们

所知, 目前相关研究中仅有一项探究团队底线心

智与团队创造力的消极关系 (Greenbaum et al., 

2020b), 尚未对这些问题有充分深入的探索 , 因

而我们希望通过对团队创新这一属性复杂的团队

结果的研究, 试图厘清和整合领导者底线心智产

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结合创新的内涵特征来探

索底线心智双刃剑效应的具体体现, 有助于丰富

底线心智领域的研究。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

市场竞争的加剧, 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Hao et al., 2007; 王忠军 等, 2016)。在组织中, 

团队创新是促进组织提高创造力, 获得有效创新

成果的主要手段(Tu et al., 2018)。因此, 对团队创

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制定应对复杂竞争

的对策, 激活组织活力。而领导者作为影响团队

创新的重要因素 , 其领导风格和行为 (如道德领

导、变革型领导、包容型领导、领导授权与领导

支持行为等)对团队创新的作用已有较为深入的

探究(Rosing et al., 2011; Tierney & Farmer., 2004; 

Tu et al., 2018)。在这些研究中, 团队创新通常被

作为一个整体, 或影响过程相同的几个组成部分

来进行研究(付正茂, 2017; Hughes et al., 2018)。而

事实上, 不同类别的创新(如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

创新)和不同阶段的创新(如创意的产生和实施)都

有其独特之处 (傅晓  等 , 2012; 李艳 , 杨百寅 , 

2016), 合并研究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准确和不稳定, 

也不利于各个子构念的研究深入发展。因此, 本

文考虑从横向和纵向的两个维度对创新活动进行

划分, 以领导者底线心智作为抓手, 来细化探究

领导者特征对团队创新的差异化作用, 以期丰富

创新相关构念的探究, 深化学者对创新复杂性的

理解, 也为未来团队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新

的思路。 

综上, 为进一步拓宽领导者底线心智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 深化和丰富研究者对该理论概念的

理解和认识, 打开领导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作用

效果的过程“黑箱”, 本文在系统回顾底线心智的

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构建了底线心智对不同类

型、阶段创新结果的双刃剑效应理论模型。具体

而言 , 借助团队风险承担偏好 (Willing to take 

risks)从认知动机视角探究领导者底线心智对探

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作用机制, 借助团队强

迫激情(Obsessive passion)从情感动机视角探究领

导者底线心智对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的影响机

制。本文丰富了底线心智双刃剑效应的研究视角, 

深入剖析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创新两种分类的作

用机理, 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参考, 对企业创新

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底线心智的内涵、测量及研究现状 

2.1  底线心智的内涵 
“底线”一词一般的定义是“在其他一切被忽

视的情况下, 仍然值得注意的因素” (Wolfe, 1988), 

即所有因素中优先级和重要程度最高的因素。在

商业环境这个特定情境中 , 底线(Bottom line)往

往被解释为一家公司在某个时段内的财务盈亏 , 

在审计术语中代表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最下面

显示收益或者亏损的线。“底线心智”这一概念最

早由 Greenbaum 提出, 并被定义为“单一追求底线

结果的实现, 而忽略其他一切竞争考虑事项的一

维思维模式” (Greenbaum et al., 2012), 强调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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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结果的唯一专注性。 

2.2  底线心智的测量 
Greenbaum 等(2012)于 2012 年采用演绎法对

底线心智的测量进行了开发, 并以此评估个人或

组织的底线心智, 现有文献均以该量表为基础测

量底线心智水平。Greenbaum 等(2012)独立创建了

有关底线心智的 11 个项目, 后经过概念比对和有

效性筛选, 最终保留了其中的 4 项以评估底线心

智水平, 受访者需要衡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下列选项：(1)只关注底线实现; (2)只关心业务情

况; (3)将底线视做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因素; 

(4)更关心利润, 而非员工的幸福感。 
2.3  底线心智研究现状 
2.3.1  底线心智的前因研究 

影响底线心智的前因变量分为个体认知因素

与组织情境因素。个体认知因素包括马基雅维利

主 义 (Machiavellianism) 、 情 绪 耗 竭 (Emotional 

exhaustion)、自我形象目标(Self-image goals)、算

计思维 (Calculative mindset)和工作角色压力源

(Work role stressors), 组织情境因素包括消极互

赖奖励(Negatively interdependent rewards)。Eissa

等(2019)从个体认知视角出发 , 基于印度近 500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员工调查数据探究马基雅维利

主义与员工底线心智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主义指

的是利用他人、对他人进行不道德的操控以达到

目的倾向(赵君, 廖建桥, 2013), 拥有该特质的个

体更容易被自我利益所驱动, 聚焦于自身利益实

现, 从而更有可能形成底线心智。Rice 和 Reed 

(2021)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提出领导者情绪耗竭与

底线心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Greenbaum 等(2015)

提出高自我形象目标的个体具有强烈维持与提升

形象的动机 , 专注于实现职场目标以自我价值 , 

容易发展出底线心智。Kim (2018)以私营企业员

工为样本验证了算计思维与底线心智之间的正向

关系。Keeler (2018)发现工作角色压力来源中的角

色模糊(Role ambiguity)与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

会导致底线心智, 而角色超载(Role overload)与底

线心智的关系不显著。消极互赖指在竞争的环境

中个体只有通过打败别人才能达到目标的一种心

态(Johnson, 2003), 这种心态也会导致底线心智

的产生(Mawritz et al., 2020)。 

2.3.2  底线心智的作用结果研究 
学术界对底线心智作用结果的研究主要聚焦

于员工、领导与团队层面, 员工层面大部分关注

员工状态与员工行为, 领导层面从领导行为展开, 

团队层面则围绕团队创新力、绩效、冲突展开。 

(1)员工层面 

员工状态。领导者底线心智一方面能够提升

员工工作状态 , 如促进工作繁荣(Balalola et al., 

2020b); 另一 方面也会降 低员工工作 满意度

(Mesdaghinia et al., 2020), 导致失眠 (Babalola 

et al., 2020b)和离职倾向提高(Mesdaghinia et al., 

2019)。对于员工绩效, 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理论视

角, 探究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员工绩效的积极影

响与消极影响。Babalola 等(2020a)依据社会交换

理论, 认为拥有底线心智的领导者会积极配置资

源(比如资源支持、薪酬激励等)以保证底线的完成, 

员工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实现底线的义务感有助于

实现组织绩效。然而, Quade 等(2019)则基于成员

交换关系理论(LMX)指出, 高底线心智的领导者

会因只关注绩效而忽视建立良好的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 不利于下属完成任务绩效。两篇文章从

不同的作用机制出发, 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说

明领导者的底线心智对员工绩效来说是一把双刃

剑, 需要组织采取相应措施发挥其有利影响。 

员工行为。领导者的底线心智会导致下属实

施不道德行为(Ge, 2018)、越轨行为(Greenbaum 

et al., 2015)、欺骗行为(Farasat et al., 2020)和知识

隐藏 (Zhang & Xie, 2020)等消极行为。例如 , 

Babalola 等(2020a)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 发现

领导者的底线心智会促使下属采取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 behavior)来回报

组织给予的资源。Zhang 等(2020)基于中国五家大

型公司数据, 也证实了主管的底线心智和下属的

亲组织非伦理的行为之间存在间接的正向关系。

社会阻抑指的是个体故意妨碍组织积极人际关系

的建立、阻止项目成功以及获得良好声誉的行为

(朱迪 等, 2013),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底线心智

会促进该行为的发生(Greenbaum et al., 2012)。 

同时, 领导者底线心智会抑制员工的积极行

为。如, 底线心智会使员工更倾向于通过竞争来

实现底线目标, 进而抑制其产生包括帮助同事在

内的组织公民行为(Eissa et al., 2019)。 

(2)领导层面 

领导者底线心智会抑制道德领导实践(Ethical 

leadership)和目标导向的领导行为 (Goal-fo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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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behavior)。Greenbaum 等(2020a)发现高层领

导的底线心智会导致中层管理者只关注自身而发

展出低同理心的心态, 忽视其他任何人的情绪或

需求, 难以察觉他人所处的道德困境, 不利于参

与并推进道德领导实践。目标导向的领导强调要

使用政策、沟通等手段有效地传达企业目标, 确

保员工朝目标努力以实现绩效 (Colbert & Witt, 

2009), 然而领导者底线心智对目标的唯一专注性

使其忽略与员工的沟通与交流, 进而会抑制目标

导向的领导行为(Rice & Reed, 2021)。 

(3)团队层面 

团队底线心智会抑制团队创造力、降低绩效, 

导致团队冲突。Greenbaum 等(2020b)基于目标屏

蔽理论发现底线心智会促使团队将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于实现利润目标, 完全忽视团队心理安全感

的建立, 而安全感的缺乏会不利于团队的创造力

(Baer & Frese, 2003)。Lin 等(2022)基于中国零售

连锁企业 258 个团队数据发现团队底线心智会促

进团队绩效回避导向(Team performance avoidance 

goal orientation)进而降低团队绩效。Bonner (2013)

提出团队的底线心智氛围会通过降低团队心理安

全感引发团队冲突。 

2.3.3  底线心智研究述评 
底线心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 

但由于起步较晚, 领域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

局限。首先, 大部分已有的研究集中探讨管理者

底线心智对员工产生的消极影响, 近年来学者才

逐渐开始关注底线心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 如

Babalola 等(2019)通过研究表明管理层的底线心

智可能会促使员工为达到目标而提高对工作的专

注度, 进而提高工作绩效, Babalola等(2020b)则从

竞争角度出发, 研究领导者的底线心智对员工工

作繁荣的积极作用。底线心智的双刃剑效应内容

是尚未研究充分但却非常重要的话题与领域, 因

此, 从不同视角探究底线心智的双刃剑作用是未

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的一大方向。 

其次, 现有文献对底线心智的探究以聚焦员

工个人层面为主, 目前已有且仅有 3 篇文献探索

团 队 层 面 的 底 线 心 智 的 影 响 (Bonner, 2013; 

Greenbaum et al., 2020b; Lin et al., 2022)。因此, 

未来研究从团队、组织的多种层面或跨层次角度, 

关注底线心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最后, 现有文献对于底线心智作用效果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道德、绩效、行为等视角(Ge, 2018; 

Quade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0), 仅有一篇

文献从创新视角出发探究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

队创新的抑制作用, 然而, 难道底线心智只会对

创新产生消极影响？如果不是, 那么具体的影响

机制是什么？因此, 有必要从底线心智的双刃剑效

应出发, 剖析底线心智对创新的多层次影响机制。 

整体来看, 底线心智的研究内容、研究视角

相对匮乏, 对底线心智的双刃剑影响机制的研究

探讨不足。基于此, 因此本文将构建领导者底线

心智对团队创新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双刃剑影

响机制模型, 以明确底线心智给企业带来正面或

负面影响的条件与机制, 能够为组织管理者做出

决策提供参考, 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指

导意义。 

3  研究模型构建 

本研究试图揭示底线心智对不同类型和阶段

创新的双刃剑影响机制, 一方面, 在横向维度上

根据创新内容, 创新可被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

式创新, 本文从认知视角借助团队风险承担意愿

探究领导者底线心智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

的影响(见图 1); 另一方面, 在纵向维度上根据创

新过程, 创新存在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两个阶段, 

本文从情感动机视角借助团队强迫激情探究领导

者底线心智对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的影响(见图 2)。 
 

 
 

图 1  领导者底线心智和团队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

的研究模型 
 

3.1  领导者底线心智对两种创新类型的双刃剑

机制研究 

团队创新包含研发新产品、改良服务流程和

组织架构等一系列活动(Damanpour, 1996), 根据

对知识的需求程度, 创新可分为探索式创新与利

用式创新类型(李忆, 司有和, 2008)。探索式创新

是突破性的, 旨在研发新的产品、开拓新的销售

渠道等, 实现探索式创新需要创造全新的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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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全新的技术(Kraft & Bausch, 2016), 因此, 结

果不确定性也较高(He & Wong, 2004); 利用式创

新是渐进的, 旨在逐步改善现状, 如提升产品、服

务质量以及提高分销渠道的效率等, 实现利用式

创新需要提炼、整合和改进现有知识(Benner & 

Tushman, 2003), 因此, 其风险相对较低。探索式

创新需要有高风险承受能力的团队 (Tobias & 

Kollmann, 2013), 他们往往具有较为自主的团队

氛围, 也更倾向于做出冒险性的团队决策。而在

高底线心智管理者的领导下, 团队往往为确保底

线绩效的实现会变得相对谨慎, 甚至避免任何可

能影响团队整体绩效的高风险行为, 做出更为保

守与稳健的创新决策 , 因此相比于探索式创新 , 

更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基于此, 提出命题 1

和 2：  

命题 1：相对于团队利用式创新, 领导者的底

线心智更不利于团队探索式创新。 

命题 2：相对于团队探索式创新, 领导者的底

线心智更有利于团队利用式创新。 

社 会 信 息 加 工 理 论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指出 , 个体的态度及行为与其

对社会环境中信息的感知与解读有关(Salancik & 

Pfeffer, 1978)。而在团队中, 员工倾向于向上级领

导寻求信息, 当员工解读工作环境时, 他们会尝

试了解团队中被认可与接受的行为以及考虑上级

所关注与期望实现的目标, 并基于此形成与工作

相关的态度与行为。因此, 工作团队的领导者往

往是社会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周建涛 , 廖建桥 , 

2018)。 

团队风险承担意愿是指团队对感知到的不确

定和模糊性的整体容忍程度(Dewett, 2006), 而具

有高底线心智的领导者始终关注与确保底线目标

的实现, 所以他们会避免采取给企业带来高风险

的决策, 因此高底线心智的领导者对风险的承受

意愿低。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领导者作为社

会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态度、期望与标准会

给团队的其他成员传递相应的预期信息(Lerman, 

2007), 因此团队在接收到风险规避的信息后也会

降低对风险的承受意愿。而风险厌恶一方面会抑

制探索式创新(Kollmann & Christoph, 2013), 因

为探索式创新结果不确定性较高 (He & Wong, 

2004), 需要团队做出冒险性的决策。另一方面会

驱动利用式创新(Dovev et al., 2010), 因为利用式

创新只需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下进行适当的修改 , 

需要承担的风险低, 收益也相对确定。因此, 领导

者的底线心智能够降低团队的风险承担意愿, 从

而抑制团队探索式创新, 促进团队利用式创新。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命题 3a：团队风险承担意愿在领导者底线心

智与团队探索式创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命题 3b：团队风险承担意愿在领导者底线心

智与团队利用式创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个体的行为会被他

们所感知到的环境特征所影响(Salancik & Pfeffer, 

1978), 组织绩效导向指的是组织“鼓励与奖励员

工在绩效上取得进步的程度” (杨治  等 , 2017), 

高绩效导向的组织会对绩效指标高度关注, 并建

立良好的绩效反馈机制, 以便随时对低绩效做出

回应与调整。对于高底线心智的领导者而言, 组

织对绩效的高度敏感会给其提供强烈的信号, 绩

效是最重要的 , 且与个人的职业发展密不可分 , 

因此领导者会进一步提高对底线利润的关注, 从

而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采取提高绩效的行

为与举动 , 进而 , 团队的竞争氛围会更加强烈 , 

使团队尽可能规避降低绩效的风险。因此, 提出

以下命题： 

命题 4：组织绩效导向调节领导者底线心智

与团队风险承受意愿之间的关系, 使其负向关系

增强。 

3.2  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创新两阶段的双刃剑机

制研究 

团队创新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团队

创意产生阶段, 第二阶段为创意实施阶段(张国梁, 

卢小君, 2010), 创意产生主要指的是团队为组织

的产品、服务的提升而广泛思考、寻找创新的机

会 , 并针对该机会构想实施方案和实验其可行

性。创意实施指的是团队通过调动资源, 说服他

人推动创意的实施, 使得创意转化为企业运作的

一部分。创意产生是创意实施的基础, 创意实施

是创新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创意产生的因素中, 团队成员的社会互

动是最为核心的(Thayer et al., 2018), 这些互动有

助于成员之间互相交换观点、丰富想法, 进而优

化自身的创意以及将个人创造性思维转化为团队

的创造力(Pirola-Merlo & Mann, 2004)。员工在采

取行动前会考虑他们上司所关注、认可和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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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价值观, 而高底线心智的管理者会产生一

种狭隘的心态, 认为获胜者是唯一的(Greenbaum 

et al., 2012), 这样的心态会给予员工相应的暗示, 

即工作中的胜利与取得比同事更优秀的表现相关, 

所以员工会不断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 产生竞

争意识 , 而忽略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 (Babalola 

et al., 2020b), 因此领导者底线心智不利于团队创

意的产生(见图 2)。 

 

 
 

图 2  领导者底线心智和团队创新两阶段的研究模型 

 
创意实施需要调动个人和团队的资源(Thayer 

et al., 2018)、降低不确定性以及调动员工的工作

热情(李艳, 杨百寅, 2016), 而当管理者拥有较高

的底线心智时, 员工更能够聚焦于实现某一个特

定的目标(Greenbaum et al., 2020b)以及产生工作

热情(Babalola et al., 2020b), 本研究认为, 与第一

阶段不同, 底线心智有利于团队创意实施。因此, 

领导者底线心智与团队创新的关系可归纳为以下

两个假设： 

命题 5：相比于团队创意实施, 领导者底线心

智更不利于团队创意产生。 

命题 6：相比于团队创意产生, 领导者底线心

智更有利于团队创意实施。 

工作激情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为和谐激情

(Harmonious Passion), 指的是个体因为工作本身

(而不是外在的压力)而对工作产生发自内心的热

爱, 并愿意为之付出时间与精力; 一种是强迫激

情, 由于工作等外界压力而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Vallerand et al., 2003)。当领导者通过高绩

效目标来约束员工时, 他们会对员工产生较高的

期望(Babalola et al., 2020a), 进而造成一定的压

力, 促使员工持续投入工作中, 产生强迫激情。然

而创意的产生以及灵感的迸发往往需要安全、宽

松和无压力的环境(West, 2002), 当员工处于强迫

激情的状态时, 容易形成紧张、高压的工作环境

与氛围, 不利于团队创意产生, 但创意的实施阶

段是创新活动的后续阶段, 需要个体保持持续战

斗的激情以坚持实施创意(李艳 , 杨百寅 , 2016), 

因此团队强迫激情有利于团队创意实施。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命题 7a：团队强迫激情在领导者底线心智与

团队创意产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命题 7b：团队强迫激情在领导者底线心智与

团队创意实施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领导−下属交换关系(Leader-Member exchange)

是一种社会性交换 , 高质量的领导−下属交换关

系会激发下属对领导的认同, 并自主积极扩展角

色职责, 同时内化领导的价值观, 与领导保持一

致(王辉, 刘雪峰, 2005), 这样的心理状态会促进

员工对于达成底线目标的认同感与热情, 同时也

会进一步加强对领导的模仿与学习行为, 高质量

TLMX 表示领导者与大多数团队成员具有高质量

的 LMX 关系(杨晓, 谭乐, 2016), 当大多数团队

成员对团队领导者表现出认同时, 会提升追求底

线结果的自主性 , 从而引起整个团队的情感反

应。故高质量的 TLMX 关系会增强领导者底线心

智对团队强迫激情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 提出

以下假设： 

命题 8：团队领导−下属交换关系调节领导者

底线心智与团队强迫激情之间的关系, 使其正向

关系增强。 

4  理论建构 

根据经典的团队输入 −过程 −输出 (input- 

process-output, I-P-O)模型(McGrath, 1964), 涌现

状态是“团队的属性, 在本质上通常是动态的, 并

随着团队环境、输入、过程和结果的功能而变化” 

(Mathieu et al., 2017)。鉴于团队创新活动往往伴

随着高风险和持续的情绪及精力投入, 本研究引

入团队风险承担意愿和团队强迫激情来刻画团队

在面对高底线心智领导者时可能产生的两种涌现

状态。本文通过从认知动机视角和情感动机视角

探 究 领 导 者 底 线 心 智 通 过 不 同 涌 现 状 态

(Emergent states)影响不同团队创新活动的过程 , 

建构起领导者底线心智影响团队创新的认知动机

和情感动机路径理论模型。 

认知动机理论模型：在横向维度上, 根据创

新内容的程度和方向, 可以在将团队创新分为探

索式创新 (Exploratory innovation)与利用式创新

(Exploitative innovation)。探索式创新是突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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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拓宽知识边界以及创造新的知识 (Kraft & 

Bausch, 2016); 利用式创新则是渐进的 , 要对原

有 的 知 识 进 行 提 取 、 归 纳 和 加 工 (Benner & 

Tushman, 2003)。根据创新内容进行的创新分类

(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团队看待创新风险性的态度不同, 本文从认知动

机视角讨论领导者底线心智如何通过团队风险承

担意愿差异化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 由

于探索式创新的结果不确定性高, 所以其风险比

利用式创新更高, 而高底线心智的领导者因必须

确保底线目标的实现会产生风险规避偏好, 所以

相对于高风险的探索式创新更倾向于选择利用式

创新。即相比于利用式创新, 领导者底线心智通

过降低团队风险承担意愿更不利于团队进行探索

式创新。 

情感动机路径理论模型：在纵向维度上, 根

据在创新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可以将团队创新分为

创 意 产 生 (Idea generation) 和 创 意 实 施 (Idea 

implementation)。领导者底线心智在不同的创新阶

段可能也具有不同效果。创意产生是指形成新颖

且有用的想法或点子的过程(West, 2002), 而创新

实施是指将创意转变为改进的或新的产品或者服

务的过程(Zhou et al., 2019)。Miron-Spektor 等

(2011)指出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两个阶段有着差

异化的需求：创意产生需要包容的环境, 容忍失

败和不确定性, 鼓励个体不循规蹈矩, 而底线心

智 会 营 造 相 互 竞 争 和 规 避 不 确 定 性 的 环 境

(Greenbaum et al., 2012); 而创意实施则需要极强

的执行力, 集中精力和关键资源将创意转化为实

际的产品和服务(West, 2002), 领导者底线心智对

目标的唯一专注性有利于调动企业资源、提高员

工工作热情(Babalola et al., 2020b)。因而相比于创

意产生, 领导者底线心智更有利于创意实施。根

据创新过程进行的创新分类承认了创新活动对持

续主动投入的需求, 本文从情感动机视角讨论了

领导者底线心智如何通过团队强迫激情来差异化

影响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 , 即相比于创意产生 , 

领导者底线心智通过提高团队强迫激情更有利于

团队创意实施。 

另外, 根据人−环境匹配(PE fit)理论和团队

领导−成员交换(TLMX)理论, 选取组织绩效导向

和团队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分别作为边界条件。基

于此, 本文建构起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的

双刃剑效应研究理论模型, 试图探讨领导者底线

心智通过何种途径及边界条件, 从不同方向共同

作用于团队创新。 

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第一, 以往研究

大部分围绕底线心智的消极影响展开, 对积极影

响探索较少, 本研究聚焦于领导者底线心智的双

刃剑作用, 将有力推进现有研究进展。但是, 近年

来, 学者逐渐意识到底线心智也会促进组织绩效

和工作繁荣, 对底线心智积极效应主题的关注与

日俱增。在该研究趋势下, 本课题围绕底线心智

的双刃剑作用展开, 分别探究了底线心智对探索

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的作

用机制。以上研究开拓了底线心智领域的研究

视角 , 深化和丰富研究者对该理论概念的理解

和认识。 

第二, 本研究从认知动机视角出发, 借助团

队风险承担意愿厘清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探

索式创新与利用式的双刃剑作用, 明确了组织绩

效目标导向在其中的边界作用。研究指出领导者

底线心智会通过引起团队内部对绩效的高度重视, 

使团队趋向于规避风险, 采取相比于探索式创新

风险程度较低的利用式创新。该模型丰富了底线

心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应

用实践, 具有较强创新性。 

第三, 本研究从情感动机视角出发, 借助团

队强迫激情和领导−下属交换关系探索中介路径

及作用边界, 全面揭示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

创意产生与创意实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路

径。领导者底线心智会使员工处于强迫激情的状

态, 专注于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绩效目标, 相比于

创意产生更有助于创意的实施。本文构建的模型

有利于深化底线心智与创新两阶段的理论研究与

应用, 进一步拓展了底线心智对于团队层面创新

的影响效果研究。 

综上, 基于横向(创新内容)和纵向(创新过程)

两个维度对创新进行细化分类, 本文建构起领导

者底线心智对创新的四个重要子构念(探索式创

新、利用式创新、创意产生、创意实施)不同作用

机制的理论模型, 深化了底线心智和创新领域的

理论研究。底线心智在企业中广泛存在, 领导者、

员工或组织都有可能形成该思维模式, 明确底线

心智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条件与机制, 能够为

组织管理者做出决策提供参考, 将底线心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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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置于可控范围内, 对企业实践具有重

要且广泛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深入剖析领导者

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两类型及两阶段的影响后果, 

帮助团队正确认识底线心智的两面性, 有助于其

合理调配资源来引导与控制底线心智形成与作用

效果, 对企业制定战略和协调资源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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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supervisor bottom-line  
mentality on tea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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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ttom-line mentality is a single-dimensional mindset that focuses on obtaining bottom-line 

profit results, while ignoring all other competing priorities (such 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loyee benefits, stakeholder rights, etc.). Although the bottom-line mentality may cause managers to 

focus only on performance while ignoring other important matters and even adopt unethical mean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he bottom-line mentality can improve employees'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further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the bottom-line mentality, we 

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double-edged swor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upervisor bottom-line mentality 

on the team innovation. It points that on the one hand, supervisor bottom-line mentality reduces the 

willingness of team members to take risks, promoting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compared with exploratory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upervisor bottom-line mentality stimulates team obsessive passion, thus 

improving idea implementation compared with idea generation. This article deepens the research of the 

bottom-line mentality, and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suggestions for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on how to 

better manage the bottom-line mentality. 

Keywords: bottom-line mentality,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idea generation, idea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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